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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因发知受”是中医诊断的核心思维方法，但现有研究多侧重推理类型归纳，尚缺乏对认知结构的统一

刻画及边界反思。围绕“因发知受”能否被构建为一个可解释的认知模型及其适用范围何在的问题，通

过结合中医基础理论中“取象比类”“司外揣内”“审证求因”等思维和认知科学，构建“因发知受”

的层级认知模型，形成一个“生成–筛选”的认知系统：类比推理构造可能的病因空间，溯因推理生成

诊断假说，最佳说明推理(IBE)完成假说筛选，三者完成取象、反推、择优的认知进路。通过与双过程理

论、贝叶斯诊断模型、人工智能诊断推理等现有模型的比较，本模型在知识开放性、筛选多维性等方面

形成了差异化贡献。但该模型推理过程中可能存在类比偏差、溯因偏差、IBE偏差三类认知局限。理解这

一认知模型有助于规范辨证思维，提高临床诊断的准确性与可解释性。 
 
关键词 

因发知受，类比推理，溯因推理，最佳说明推理，诊断推理 
 

 

Hierarchical Cognitive Logic and Model 
Construction of “Speculating Pathogenesis 
by Symptoms and Signs” 
Jiajin Ying 
School of Clinical Medicine,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April 16, 2026; accepted: May 11, 2026; published: May 22, 2026 

 
 

 
Abstract 
“Speculating Pathogenesis by Symptoms and Signs” is a core diagnostic approach in Traditional Chi-
nese Medicine (TCM), but the existing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induction of reasoning types, and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unified description and boundary reflection of cognitive structure. Addr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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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questions of whether “Speculating Pathogenesis by Symptoms and Signs” can be constructed as 
an interpretable cognitive model and what its scope of application is, this study integrates cognitive 
sciences—including concepts from TCM’s foundational theories such as “taking analogies and mak-
ing comparisons,” “observing the external to infer the internal,” and “ examining symptoms to iden-
tify causes,” along with cognitive science, we construct a hierarchical cognitive model of “Speculat-
ing Pathogenesis by Symptoms and Signs”, forming a “generation-screening” cognitive system: ana-
logical reasoning constructs a space of possible etiologies, abducive reasoning generates diagnostic 
hypotheses, and the best explanation (IBE) completes hypothesis screening. The three complete the 
cognitive approach of taking an image, reverse reasoning and selecting the best. Through compari-
son with existing models such as the dual-process theory, Bayesian diagnostic model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based diagnostic reasoning, this model makes distinctive contributions in terms of 
knowledge openness and multidimensional screening capabilities. However, three types of cognitive 
limitations—analogy bias, abduction bias, and IBE bias—may exist in the model’s reasoning process. 
Understanding this cognitive model helps standardize dialectical thinking and improve the accu-
racy and interpretability of clinical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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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因发知受”出自清代医家钱潢《伤寒溯源集》，其言“外邪之感，受本难知，发则可辨，因发知

受”，意指外邪侵入人体时，邪气本身难以直接知晓，但发病后表现出的症状体征却有迹可循，通过分

析这些外在表现，即可推知内在的病因病机。这一思想贯穿于中医诊断的全过程，与“司外揣内”“审

证求因”“取象比类”等经典方法一脉相承，是中医“由果推因”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然而，既往研

究虽识别出中医辨证中存在类比、溯因、最佳说明三种推理方式，却未厘清三者之间的层级关系、协同

机制及认知边界[1]。具体而言存在三个问题：① 结构问题。中医诊断通常使用多种推理方式，但他们之

间究竟是简单的并列关系、层级关系还是协同关系，缺乏清晰的界定；② 机制问题。这些推理方式在实

际诊断的过程中，是如何协同作用并形成最终诊断结论的内在认知流程尚不明确；③ 局限问题。“因发

知受”作为一种认知方法，在其认知事物的过程中，是否会存在认知偏差、其适用范围与认知边界为何，

鲜有系统性的讨论。此外，诊断推理在医学哲学、认知心理学与人工智能领域已有数十年的研究积淀，

形成了双过程理论[2]、贝叶斯模型[3]、人工智能辅助推理[4]等多种认知模型。这些模型为理解一般性诊

断推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但对中医诊断情境的适用性尚需检验。 
本文旨在通过构建“因发知受”的“生成–筛选”层级化认知模型，揭示其内在认知机制及认知局

限，并将本模型与诊断推理研究领域的经典模型展开比较，更精准地定位其差异化贡献，以期为中医诊

断思维的规范化与可解释性提供理论支撑。 

2. “因发知受”的中医理论基础 

在“因发知受”中，“发”即指疾病的表现出的症状、体征，“受”即指机体感受的邪气及机体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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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状态的综合[5]。其核心逻辑即为“由果推因”地以症状为起点，反向推求病因病机。区别于现代医学

以病理检查为金标准的病因认知模式，其特点在于并非直接观察得出病因，而是通过对机体整体反应状

态的解释性建构探求病因。 
“因发知受”与“司外揣内”、“审证求因”、“取象比类”等中医辨证思维关系密切，底层逻辑

相同但各有侧重：“因发知受”与“司外揣内”方法相同，都是通过表现于外的病理现象推测机体内部

的状态，“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藏，则知所病矣”；与“审证求因”本质相同，都是通过综合分析疾病

的症状、体征来探求疾病真正的原因；与“取象比类”思路相同，借助自然现象类比人体的病理状况[6]。
“因发知受”解决了病因病机不可直接观察的认识难题，借助逆向思维剖析机体内部环境与成病机理，

体现了中医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的核心思想。 

3. “因发知受”的认知机制模型构建 

贾春华提出辩证求因的认知进路中存在类比、溯因、最佳说明三种推理方式，展现辩证求因认知进路的

推理结构并强调了其重要性[1]。但这一观点仍存在三个未解决的问题：① 三种推理关系不清，究竟是并列

使用还是层层递进；② 三者缺乏统一的流程，在实际诊断中它们如何依次或协同发挥作用；③ 三者存在认

知局限，适用范围与认知边界落于何处。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已识别推理的“类型”，但尚未构建推理的“系

统”，故尝试以“因发知受”为研究对象构建一个可复用的层级化认知模型有助于剖析其内在机制。 

3.1. 类比推理：认知起点——构造“可能性空间” 

类比是认知过程的一种映射操作，从一个特殊个体向另一个特殊个体传输信息与意义。类比推理不

是直接给出诊断，它用于构造一个“可能性空间”。中医“取象比类”本质是将自然界事物映射到人体

从而限定诊断的搜索空间[7]。例如，自然界之“风”具有“善行数变、轻扬开泄”的特点，表现为方向

不定、位置移动、疏泄腠理。这一特征映射于人体之后，具有“游走性、变化性”特征的症状(如游走性

关节痛、皮肤瘙痒、出汗)就会被纳入“风邪”的可能性空间。以一则宋代名医许叔微的临证实录医案为

例：“治其乡人吴得甫，得伤寒，身热，自汗，恶风，鼻出涕。脉关以上浮，关以下弱，此桂枝证也。”

本案中，患者表现为“身热、自汗、恶风、鼻出涕”，医者通过类比推理，迅速将“风邪袭表”作为可能

的病因范畴，将诊断的注意力聚焦于与“风”相关的表证范畴(如太阳中风、风热犯表等)。若没有这一类

比，医者可能在寒、热、湿、燥等多种可能性中漫无目的地搜索。因此，类比的功能是限定可能性空间，

为后续推理提供候选病因的范围。 

3.2. 溯因推理：核心机制——生成诊断假说 

皮尔士曾指出，“溯因推理是一个形成解释性假设的过程”，是从结果反推原因的过程。在“因发

知受”中，溯因的任务是在类比构造的可能性空间内，生成具体的诊断假说。溯因推理的基本逻辑结构

可表述为：观察到意外事实 P；如果 H 为真，则 P 得到解释；因此，有理由相信 H [8]。在前述医案中，

类比已将可能性空间限定在“风邪袭表”的范畴内，医者可进一步结合脉象特征“脉关以上浮，关以下

弱”及其他症状如身热(阳浮而热自发)、自汗(阴弱而汗自出)、恶风(卫气不固)、鼻出涕(风邪上犯)等，综

合指向“太阳中风、营卫不和”的诊断假说。许叔微的判断是“此桂枝证也”，并指出“仲景法中第一

方，而世人不研耳。使服之，一啜而微汗解，翌日诸症顿除”，证实了该假说的解释力。故溯因的功能是

从可能性空间中生成具体诊断假说。 

3.3. 最佳说明推理：评价机制——筛选诊断假说 

最佳说明推理(IBE)最早由吉尔伯特·哈曼提出，是一种依据假说对证据的说明程度来确定假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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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推理。在多个候选假说中，通过对比各假说对所有“发”之表现和“受”之内在的解释力(假说能否

解释全部或绝大部分症状)、一致性(假说是否与患者体质、病程阶段一致)、简约性(假说是否避免引入多

余病因)、可检验性(佳佳说是否可被后续治疗验证)等，选出最能解释整体证据者[9]。中医“审证求因”

中的“审”，本质上就是 IBE 的运用，并非“再”推理一次，而是一个评价与筛选机制。例如在前案的

推理过程中，溯因推理已直接指向桂枝汤证，为什么还需要 IBE？临床实践中，同一组症状往往对应多

个可能的病机解释，诊断易受个人经验影响，即便在本案中，医者也可能面临着潜在的竞争性假说： 
假说 1：桂枝汤证，太阳中风，营卫不和。能解释身热、自汗、恶风、鼻出涕、寸浮尺弱等全部脉证。 
假说 2：麻黄汤证，太阳伤寒，寒邪束表。但麻黄汤证当有无汗、脉浮紧，本案有自汗、脉弱，无法

解释汗出和尺弱。 
假说 3：桂枝加附子汤证，太阳中风兼阳虚。但本案尺脉虽弱却无“汗漏不止、恶寒肢冷”等明显阳

虚表现，假说 3 引入了一个不必要的病因(阳虚)，解释力虽强但简洁性较差。 
IBE 筛选过程如下：假说 1 能解释全部脉证，且最简洁，一致性最高；假说 2 在解释自汗及尺弱方

面缺乏说服力；假说 3 引入了一个不必要的病因(阳虚)，失于牵强。因此假说 1 被选为最佳说明，许叔微

的判断“此桂枝证也”正是在比较竞争性假说后筛选出的结果。故 IBE 的功能是在竞争性假说中筛选最

优解，而非代替溯因推理。在临床诊断中，溯因推理负责生成最佳说明推理中候选之一的假说，IBE 则负

责完成竞争性假说的筛选并辩护最佳说明的真理性[10]。 

3.4. 统一模型：“因发知受”的“生成–筛选”认知系统 

综上，“因发知受”可提炼为一个“生成–筛选”认知系统，明确三种推理的层级关系：以类比为

认知基础、以溯因为生成机制、以最佳说明为决策机制。此外，该模型能够解释诊断的动态调整，当新

症状出现或病情变化时，系统会重新进入“生成–筛选”循环，更新诊断结论。 

4. “因发知受”的认知局限与偏差 

4.1. 类比偏差 

类比推理的有效性依赖于“结构一致性”，即两个方面的内容必须在关键结构维度上保持同构。中

医之所以能够将“风之善行数变”稳定映射为“症状游走性”，正是因为二者在“变化性”这一结构维

度上高度一致。也是因为这一特性，实际辨证中可能出现类比失效的情况，即映射的结构维度与疾病本

质并不相符时所产生的“误象”。有研究从知识发现角度对取象比类的认知框架进行了系统分析，指出

其作为一种从已知推向未知的类比映射，具有或然性[11]。例如，自然界中“火”有“炎上”的特性，映

射于人体后“头面部热象”常被归为火邪，然而某些“虚阳上浮”所致的面红、咽痛，本质是阴盛格阳，

若误判为实火，投以寒凉药剂，则犯“虚虚实实之戒”。类比偏差对应于认知心理学中的“过度泛化”，

即将某一结构的相似性错误地推广到所有维度[12] [13]。实际应用中当反复验证映射的结构维度，并结合

其他证据交叉验证。 

4.2. 溯因偏差 

溯因推理依赖于医生的知识储备和临床经验。不同经验背景的医生面对相同的症状群，可能生成不

同的诊断假说，形成所谓的“路径依赖”[14]。以前述许叔微医案为例，熟稔《伤寒论》者可直接辨为“桂

枝汤证”，而对此经方体系缺乏经验的医者则可能受“发热、鼻出涕”等表象干扰，将其辨为“风热感

冒”而投以银翘散。这种认知偏差在心理学中被称为“可得性启发式”，即个体倾向于记忆中易于提取、

最为熟悉的信息来评估事件的概率或做出判断[15]。研究表明，可得性启发式的过度依赖会导致系统性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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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偏差，影响诊断的准确性。为避免路径依赖，可将溯因推理与 IBE 相结合，通过竞争性假说的比较筛

选来对冲个体经验导致的误差，同时主动拓宽知识面，有意识地考虑非擅长领域的诊断可能。 

4.3. 最佳说明推理偏差 

IBE 从某个已知的结局出发来确定最佳说明并辩护其真理性，但易陷入过度追求解释“所有”症状

的误区。过度追求解释力可能反而会忽略关键证候，形成“过拟合”，即为解释所有症状而构建过于复

杂的病机假说，失去对病机本质的准确把握[16]。例如，某患者同时出现咳嗽、失眠、便秘、皮疹，若试

图用一个病机(如“肺热”)解释所有症状，可能忽略其中部分症状是由其他病机所致，如失眠可能为心肾

不交，便秘可能为津亏肠燥。有学者指出，过度强调辨证论治的“一因解释多症”模式，容易导致诊断

思维的简化[17]。复杂疾病中，显证可能仅是冰山一角，多歧并存的现实要求医者必须审慎对待 IBE 的适

用边界。因此，临床运用 IBE 时当分清主次、辨别标本，而非强行将所有症状归于单一病机解释。 

5. “生成–筛选”模型与现有诊断推理模型的比较 

“生成–筛选”模型与双过程理论的关系 
双过程理论将临床推理区分为快速自动的系统 1 (假设生成)和缓慢分析的系统 2 (假设检验) [18]。在

功能层面，“生成–筛选”结构与之存在相似性，即第一阶段(生成)对应系统 1 的快速假设生成，第二阶

段(筛选)对应系统 2 的分析性评估。但两者存在本质差异，双过程理论的系统 1 依赖“模式识别”，其认

知机制未被明确阐释[19]；而“生成–筛选”结构将生成阶段进一步分解为“类比”与“溯因”两个子

环节，明晰了假设生成背后的认知操作，类比负责构建可能性空间，溯因负责从中生成具体假说。此外，

双过程理论的系统 2 通常以概率逻辑(如贝叶斯推理)为基础，而“生成–筛选”结构的第二阶段采用最

佳说明推理，这一选择体现了“解释主义”而非“概率主义”的方法论路径。 

5.1. “生成–筛选”模型与贝叶斯诊断模型的关系 

贝叶斯模型将诊断视为依据先验概率和证据进行信念更新的数值过程，依据新的检查结果修正判断，

其筛选依据为后验概率的比较[19]，而 IBE 筛选机制则更多关注假说的解释力，即能否系统地、连贯地解

释全部症状。在中医临床实践中，贝叶斯方法需要预设所有可能病因的先验概率和条件概率，de Souza 等

研究指出先验概率的误估会对后验概率产生非线性放大效应，这在概率数据稀缺的中医复杂辨证中面临

较大的操作困难[20]；而 IBE 通过语义比较而非数值计算，更贴近实际诊室的推理方式。两种方法可互为

补充：IBE 适用于典型模式的识别与罕见病的假说生成，贝叶斯推理则适用于概率数据充分的常规情境。

Ng 等学者提出的贝叶斯直觉主义模型尝试融合二者优势，强调直觉判断中内隐的概率推理，这一尝试与

本文的模型存在理论上的交汇点[21]。 

5.2. “生成–筛选”模型与 AI 诊断推理系统的关系 

当前 AI 诊断系统主要基于数据驱动的统计关联，通过大规模标注数据学习症状-疾病的对应关系。

然而，最新研究明确指出，AI 虽然能通过降噪(noise hygiene)提升诊断准确性，但“并不参与作为人类临

床推理特征的畅想(musement)或真正的溯因(genuine abductions)”[22]。AI 系统依靠相关性而非真正的因

果推理，其认知机制与人类医生存在显著差异。其可被视为完成了本模型中的“筛选”环节，通过统计

关联匹配最佳诊断，但缺乏“生成”环节中对可能性空间的创造性构造能力。因此中医“因发知受”中

所蕴含的类比与溯因机制，恰恰是当前 AI 难以实现的人类独特认知优势。这一发现回应了医学哲学中关

于“AI 能否替代临床推理”的核心争论，也为中医诊断思维的智能化提供了关键的理论定位，即 AI 可

作为辅助工具优化筛选过程，但无法取代医者在类比与溯因中体现的临床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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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比较表明，“生成–筛选”模型在以下两个方面形成了差异化贡献：(1) 知识体系开放性。双过

程理论和贝叶斯模型中，假设生成都依赖于既有知识和统计数据；中医“取象比类”式的类比推理可从

自然现象中生成新型病机假说，超越既有知识框架的限制；(2) 筛选标准多维性。IBE 的评价标准(解释

力、简洁性、一致性)超越了贝叶斯模型单纯依赖概率的计算路径，更贴近真实临床决策的复杂性。 

6. 结语 

“因发知受”可提炼为一个“生成–筛选”层级化认知系统，类比推理构造可能性病因空间，溯因

推理生成诊断假说，最佳说明推理完成假说确认并辩护其真理性，三者构成范围限定、假说生成、假说

确证的思维进路。通过与双过程理论、贝叶斯诊断模型及人工智能诊断推理等主流模型的比较，本模型

在知识开放性与筛选标准多维性两方面形成了差异化贡献。但“因发知受”在实际应用中可能存在类比

偏差、溯因偏差、最佳说明偏差三类认知局限，在临床实践中需严谨以待。 
本文以理论构建为主，缺少对模型的实证进行检验的临床数据。后续研究可基于更多名家医案以检

验其解释力，并尝试将该模型形式化为可计算的诊断辅助规则，为智能化辨证工具提供认知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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